走访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
“红十字”精神 从图云关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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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贵州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公函，1939年3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简称“救护总队”）刚迁驻贵阳图云关，即向贵阳各机关发函：“本处奉准迁黔，业已全部抵筑。兹于即日起继续工作。”“救护总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立，在生与死、血与火中一路穿行而来。辗转同来的，先后还有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简称“卫训总所”）、167后方医院，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迁来的美军第27野战医院。由此，贵阳图云关成为战时医疗救援中心、医学人才的培养和输出中心、世界援华医用物资集散中心，工作和生活于此的医护及各类辅助人员多达数千人。他们从图云关出发，向抗战前线输送了大批医护人员和医用物资，全力救治军人与平民，同时建立战时军事医学教育体系，参与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创建，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战后国家的医学发展培养和储备了大批人才。
　　雄关依然，青山永在。今年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总面积2500平方米，由序厅、第一展厅、第二展厅、第三展厅、尾厅五个展厅和沙盘区组成，分“烽火仁心 人道光辉”“救死扶伤 博爱恤兵”“功勋卓著 奉献永续”三大主题展示，在声、光、电的辅助下，将那段尘封的历史敞亮在大地上、大众前。一批又一批参观者纷至沓来，瞻仰缅怀、学习感悟……
　　
　　纪念：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座历史丰碑
　　在老贵阳城“九门四阁十四关”的格局中，图云关为“黔南首关”。关隘高踞山巅，曾是东出黔省、途经湖广、达于京城的咽喉要隘。投荒万里的王阳明由此入关，带着“龙场悟道”出关；赵以炯从此出关，再次归来已成状元名。图云关迎来送往数百年后，1939年3月初，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带着“救护总队”及“卫训总所”奉命前来。
　　阳春三月，位于贵阳森林公园内的图云关草木生长。登上关隘远望，整座贵阳城花树掩映，沉浸在温润的春光里。林可胜他们到来的三月，却带着血与火的气息——当时全面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南北战线延长数千里，战地重心随时更易。地处大后方的贵阳接纳了他们。据回忆，那时的图云关，除了栖在关口上的几家杂货小铺、一家小饭店外，别无其他建筑，场所基地需从头开始修建。当地砖瓦缺乏、造价高，便用芦苇或稻草代瓦当屋顶，用竹片编成墙板，内外涂泥加刷石灰以代砖墙，泥土加石灰砸实当“地板”，这种房屋一不御寒二不挡雨。
　　那时的图云关，仁人志士云集。往来的既有赳赳武夫，也有白衣天使，既有漂洋过海而来的外国人，也有在故土坚持抗战的华夏子弟——好一片中西合流的金戈铁马气概。这般情形，正应了纪念馆入口墙壁上醒目的几个大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据统计，在救护总队服务过的外籍人员38人，为融入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其中从印度前来的援华医疗队5位成员，每位成员的中文名后都加上了中华的“华”字。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语言不同、国籍不同，但同仇敌忾、救死扶伤，《被拘禁在法国边境古尔斯集中营的西班牙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为支持中国抗战写给中国人民的信》，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我们借此机会再一次向你们表示，我们甚愿前往中国，同你们一道，为捍卫你们的祖国而战……”
　　而他们中间，有的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英国籍医生高田宜便是广为人知的一位。她来中国前，曾在印度孟买的哈夫金研究所从事过热带病学研究，高田宜从印度到香港时，中国红十字会后援会的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夫人给她提供了一家教会医院的职位，条件好很多，而她说：“我想参加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高田宜于1941年5月来到图云关，省、市档案馆藏有几份和她相关的档案，一份是1941年5月7日救护总队公告：“兹聘高田宜为本部医师，此布。”与此相应的，是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签署的聘书：“兹聘执事为本部医师，此致高田宜医师。”另有一份是抄送第3大队部的调令，调高田宜为第3大队部医生。档案中，还可见一份批准她去贵阳中央医院看病的批文。据队员们回忆，高田宜很年轻，个头娇小，瓜子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是个面带微笑的年轻姑娘。
　　1942年3月，救护总队将派一支队伍往浙江，摸底鼠疫爆发情况。31岁的高田宜很想加入这支队伍，在启程的前一天接种了鼠疫疫苗。第二天，她就病倒了。几天后，死于脑脊髓膜炎。救护总队的一位中国医生回忆：“她的墓址选在一座高山上。那天风很大，下着雨，我们踩着石砾路，磕磕绊绊，真想尽快结束这一切。太痛苦了。棺材被放进一个浅坟里，我们刚念了几句悼词，突然，一位年轻的犹太医生扑了过来，号啕大哭，好像要把她从坟里唤醒……”高田宜医生安葬在图云关上的救护总队对面的山坡上。长眠在中国的，还有奥地利医生王道、罗马尼亚医生柯芝兰、印度医生柯棣华……让我们记着他们的名字，他们是“集体的白求恩”。
　　在展厅墙上铭刻的不能忘却的人物群像中，有一个人的位置尤为显眼，即“永远的总队长——林可胜”。林可胜是新加坡华侨，有“中国生理学之父”之称，在消化生理学与痛觉生理学领域成就卓越，是我国现代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抗战军兴，林可胜放弃学术，成为战场上的一名白衣战士。1937年底，他在汉口组织救护总队，自此开始了长达12年的战地医疗救护生涯。美国作家、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样写林可胜：“为了在北平和京沪地区组织红十字会活动而牺牲了他的学术生涯，也许还牺牲了一笔诺贝尔奖金的机会。”
　　在著有《在血与火中穿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纪实》一书的作家林吟看来，林可胜做出的牺牲不止这些：“他抛弃优渥的生活，义无反顾地领导中国的抗战救护工作。整个抗战时期，他都孑然一身，奔走在前线和后方，为救治伤员和民众竭尽全力。如华侨领袖陈嘉庚参观图云关后所说：‘这个责任，没有经验的西医不能承担，有经验的西医又必须有忠诚、义勇和才干。以我国人才的缺乏，能得到林可胜这样的人来承担这项工作实在不易。’”在林吟老师眼中，林可胜开创了三套体系：一是战时救护体系。本着“中国部队所能到的地方，我们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也能到”的信念，以“深入战地辅助军医实施医疗救治，协助战区防疫保健，保障军队的战斗力”的宗旨，建立灵活、高效的救护体系，取代之前在大城市建大医院的救护策略。救护总队规模随战事扩减：1942年12月，医疗大队增加到9个，共辖47个中队，94个区队，9个手术队，分布在全国各战区。预备大队设在贵阳，下辖10个中队，供机动使用。救护总队在贵阳市区设有第一诊疗所、第二诊疗所开展平民诊疗业务。全盛时期的1940至1943 年，总队大小医疗队发展到150多个，医生护士连同各种辅助工作人员达到3400多人；二是医疗教育体系。当时中国军人伤亡惨重且救护力量稀缺，据1937年官方报告，全中国只有8900位医生、2740位药剂人员、3700位助产士以及575位护士，乡村地区几乎无正规的医事人员存在，军队中虽说有军医，但多数非专业出身，军医学校培养军医的数量一年约50人。林可胜创建的“卫训总所”及6个分所，战时培训了卫生人员2万余人；三是公共卫生体系。林可胜多次深入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领导治疥灭虱，防治疫情，制定水与污物管制计划，为我国的现代公共卫生事业打下了基础。
　　一组数据显示救护总队的历史功绩：从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总计外科手术119856人；骨折复位35522人；内科门诊军人2481685人次；门诊平民2002996人次；预防接种4632446人；敷伤8784731人；消毒灭虱792148人；灭虱衣物3881176件；检验226593人；X光透视52798人；X光照相5631人；补充特别营养934833人。
　　纪念馆的一段话说得好：救护总队是抗战时期最具规模、技术功能最强的战地救护组织，其完备的战地救护体系和军医培训机制，在战时和战后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林可胜和他的队友们团结一心，血汗交织，砥砺前行，工作时间横跨整个抗战时期，足迹遍及全国战区直至印缅战场，建立了不朽的历史丰碑。
　　
　　留痕： 历史并未远去
　　1945年抗战胜利后，救护总队撤离贵阳，并于次年正式解散，完成其历史使命。但在贵阳人心目中，救护总队的历史并未远去。
　　许多老贵阳人，永远记住了救护总队办公室的一幅地图。这幅地图上插着十几面小红旗，小红旗标注的是当时贵阳霍乱疫情的发生地。贵阳学院中文系教授刘隆民先生曾回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贵阳南明河一带流行霍乱。1943年他也染上了此病，幸而母亲把他背到图云关上的诊疗所看病，被一位女性“洋医生”救下，从此将图云关记了一辈子。他说，“当时的图云关，由于闪耀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带来的现代医学的光辉，四乡八里的人都把这里称为‘红十字村’。”
　　救护总队不仅“博爱恤兵”，也“济世救民”，在图云关、大西门开设了两个诊疗所，开展平民诊疗业务。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让贵阳的很多人不再迷信巫医卜筮，有病就到诊疗所就诊。无怪乎林吟老师说，千百年来，偏荒的贵阳无非是在大山里静默地更替着岁月，救护总队的到来，带给了贵阳新兴的“科学文明之光”。
　　救护总队跟贵阳医学院（现称“贵州医科大学”）的关系也很密切。贵阳医学院的创始人李宗恩先生，是救护总队成立后由林可胜任命的医务股首任主任。履职仅20多天，教育部即聘李宗恩、朱章赓、杨崇瑞为国立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李宗恩为筹备主任。贵阳医学院另一筹备委员杨崇瑞女士，本是中国负有盛名的妇幼医学专家,也是救护总队唯一的女干事。此外，救护总队、卫训总所和贵阳医学院、中央医院、安顺军医学校在学术上一直有来往。林可胜的学生柳安昌在1941年到图云关，此后担任过贵阳医学院教务主任。
　　这些剪不断的历史渊源，因图云关上的救护总队的后人而更加强化。原贵阳市政协副主席杨永楦即是其中之一，她的父亲杨锡寿先生1945年元月从中正医学院毕业后，应聘到图云关卫训总所工作，随身携带着一只樟木箱。风雨数十年，樟木箱已破旧不堪，但却是杨家唯一没有遭到破坏的“家产”。改革开放后，杨锡寿老先生写了昔日在图云关的两篇回忆文章《回忆贵阳陆军医院》《回忆周寿恺主任》。与此同时，图云关开始受到社会更广大层面的重视：1983年，图云关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贵阳市委市政府修建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同年11月，“国际援华医疗队旧址”成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贵阳市政协编辑《红会救护总队》出版，收录35篇“三亲史料”。“我父亲的两篇文章也收录其中，我对图云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杨永楦说。正是从父亲的这一小段“家史”出发，她逐渐认识到图云关这段历史的重要意义。
　　2005年，杨永楦女士调到民革贵阳市委工作，即决定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图云关的历史列为调研课题，经广泛的问卷调查和访问交谈，终于在次年完成了相关的调研报告，此后，呼吁申请在图云关建立纪念园区、纪念馆成为她念念不忘的“心事”。多年来，她一方面充当图云关的义务“调查员”：与来图云关寻根的当事人和后裔们沟通交流；寻访图云关的老居民；拿着老照片比对寻找当年的地形和房屋，还原抗战时期先辈们在血与火中穿行的救护场面。另一方面，担任图云关的志愿讲解员：准备好修建图云关纪念园区、纪念馆的呼吁信，在各种正式场合表达诉求、寻求支持。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经贵州省委、省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共同申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园”获得国家批复，并于2018年在图云关抗战救护遗址上进行升级建造，贵阳市红十字会承担项目的具体工作。“这给图云关带来了新的生命。”杨永楦说。
　　项目实施期间，“图云关上的救护总队后人”的微信群，每天都有人在群里分享祖辈、父辈在图云关的故事。2019年8月20日，2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后人们，将包括急救箱、人物塑像、抗战时期衣物、药品、各类勋章、行军床在内的“传家宝”捐赠给纪念馆。杨永楦女士也捐出了父亲的樟木箱。如今，它们都陈列在纪念馆中，不仅是历史风云的见证，也是图云关的影响力在一天天扩大、精神内涵在发掘中不断丰富深化的见证。
　　林吟老师说，“图云关‘后人们’展现的情怀和精神，总让人想起他们的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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